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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综述梳理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影响因素，建立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探讨了直接影响因素以及网络传播、项目间关系等复杂因素对于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并以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为样本，模拟治理项目方案的知识转移效率变化。主要结论有：（1）在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转移效率逐步增长，积极促进作用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2）在知识转移中后期，正是知识吸收过程的转化能力和开发能力阶段，是网络传播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关键时间，增长的知识转移效率会直接提高网络传播强度，形成正向反馈，而更加紧密的项目间关系增加了转移情境强度，提高了知识转移效率，且业务部门间紧密的直接联系对知识转移起到阻碍作用，代表着过多地干涉这一期间的知识转移过程，对知识转移效率提高有益的状态是业务部门间呈现更加松散的联系；（3）实证研究表明，联防联控机制代表着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中最好的知识转化水平，转移情境、转移媒介以及项目双方知识增量、社会网络等因素对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也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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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er-project learning, establishes a systematic dynamic model of knowledge transfer efficiency of inter-project learning,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direct factors and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project relationship on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transfer. Taking the proces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s a sample, the governance project acts are simulated to measure the change of knowledge transfer efficienc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of inter-project learning,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transfer gradually increases, and the active factors play a leading role. (2) In the late stage of knowledge transfer, it is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in knowledge absorption process, and the key time for network communication to affect the efficiency. Higher knowledge transfer efficiency will directly improve the intensity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form positive feedback. Tighter inter-project relationship increases the intensity of transfer landscape and thus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 close direct relationship of business department hinders the knowledge transfer, which represents too much interference in the process, and the state of benefit is to keep more loose relationship. (3)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united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projec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represents the best level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The factors such as transfer landscape, transfer media, knowledge increment of both sides and social network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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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技术与创新管理学家Teece于1977 年首次提出知识转移的概念[1]，他认为知识转移是通过知识在知识发送方和接受方之间来回不断的传递，知识接受方实现知识积累的一个过程[2]。Kirsch等认为知识转移存在知识接受方和知识发送方两大主体，知识转移就是知识在知识主体间流动的过程[3]。广义的知识转移效率是指在知识接收方限制的时间和成本范围内知识发送方以一定的速度转移一定量的有用知识到接收方并使接收方感到满意的程度[4]。知识转移效率主要表现为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接收方和知识发送方双方主体的合作意愿、知识转移频率和速度等方面[5]。还有学者试图研究影响反向知识转移（Reverse Knowledge Transfer, RKT）的特征[6]。
项目合作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重要渠道之一，知识转移则是企业丰富自身知识存量的重要方法。在以项目为合作基础的网络内，各企业在共同完成项目过程中的相互交流、学习为组织间信息交换和知识交流提供了平台，知识转移受到网络特性、项目特性、知识特性等因素的影响[7]。组织内外存在着许多影响因素影响知识转移的效率和效益，对这些因素的有效管理是优化组织知识转移绩效的重要手段[8]。在知识效率测度研究中，有研究者运用DEA模型测量在线评论的知识转移效率[9]。蒋永康等提出知识转移三阶段模型,认为通过激励机制、市场机制等措施提高知识发送方的知识转移意愿是降低知识转移粘滞的关键[10]。向纯洁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对于用户的知识付费行为转移意愿，认为拉力因素（感知信息质量、信任）和推力因素（信息-任务匹配、信息过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惯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11]。卢艳秋等学者认为代际知识转移是防止组织知识流失、保持组织知识持续性、提升组织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用模糊集理论-DEMATE方法对关键影响因素进行识别，构建代际知识转移作用机理模型[12]。

目前对于知识转移绩效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香农－韦弗信息传播模型[13]，侧重于对知识转移绩效的过程性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然而在社会传播中，传播的双方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特征，离开了反馈便不能说明这种互动性[14]，因而本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对于知识转移的作用。表1归纳了这些影响因素是易于发生知识转移的作用还是阻碍知识转移发生的作用[7,15-27]，总体上，知识源、知识受体、转移媒介和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对于知识转移的发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转移的知识特性和项目特性起到阻碍知识转移发生的作用，转移情境和网络关系对于知识转移的作用较复杂。研究发现，知识源与知识受体之间的情境距离既不能过小也不能过大，过小或过大使知识受体对转移来的知识的满意度都会降低[18]。Elfring等认为，在企业之间知识转移的过程中，网络关系强度较高对企业获取隐性知识更有益，网络关系较弱则会对企业获取显性知识更有益[19]。Reagans等考虑了非正式网络的不同特征如何影响知识转移，围绕关系的社会凝聚力会影响以及基于吸收能力（强调共同知识的作用）和关系嵌入性（强调联系强度的重要性）的知识转移解释[20]1-11。奚雷等对战略联盟中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21]1-12。陶海青等认为社会网络中联系的力量、网络规模、网络位置、以及网络范围与种类都会影响知识传递，同时不同类型的知识需要不同的网络路径以便实现有效传递[22]。肖小勇基于企业网络的组织间知识转移研究认为，组织间知识转移是企业网络形成的原因，企业网络又为组织间知识转移搭建了有利平台，企业网络具有促进知识转移的功能[23]。王英等研究发现企业员工的知识转移意愿受到信任度、知识转移动机、知识转移媒介、企业文化环境以及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接收方的接收意愿的影响[24]。阮平南等梳理创新网络组织间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并从中识别阻碍和促进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包括组织距离的阻碍作用、结构洞的促进作用以及地理集聚因素的调节作用，知识距离的双重作用等[25]。岳亚军等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工程项目团队内纵向的领导成员交换和横向的团队成员交换对成员间知识转移的影响，认为通过提升成员的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进而影响知识转移效果[26]。
表1 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
	类型
	维度
	影响因素
	作用
	相关文献

	
	
	
	易于
发生
	阻碍
发生
	

	信息
网络
	知识源
	知识转移意愿和转移动机
	√
	
	Szulanski(1996), 肖小勇等(2005),东方(2009),黄微等(2011)，蒋永康（2021）

	
	
	知识转移能力
	√
	
	Aladwani(2002) , 肖小勇等(2005), 东方(2009), 施陈彬等(2011)

	
	
	可信任程度
	√
	
	Walton (1975)，肖小勇等(2005),Szulanski 等(2004)，王英（2022）

	
	转移的知识
	隐含性
	
	√
	Simonni(1999), Kogut(1993), 肖小勇等(2005)，邹艳等(2009)

	
	
	复杂性
	
	√
	Simonni(1999)，肖小勇等(2005)

	
	
	专用性
	
	√
	肖小勇等(2005)

	
	
	模糊性
	
	√
	Simonni(1999), Tyre等(1997), 王向楠等(2012), 肖小勇等(2005)

	
	
	嵌入性
	
	√
	Cummings等(2003)，邹艳等(2009),Najafi- Tavani(2012)，向纯洁（2021）

	
	知识受体
	接收知识的动机和意愿
	√
	
	Zattman(1973), 奚雷等(2006)

	
	
	知识吸收能力
	√
	
	Cohen和Levinthal(1990), 疏礼兵(2007), 黄微等(2011),Winkelbach(2015)

	
	
	知识保持能力
	√
	
	Szulanski(1996)

	
	
	沟通能力
	√
	
	Berma(1989)

	
	
	知识势能差
	√
	
	张海涛等(2010)，向纯洁（2021）

	
	
	互派技术人员
	√
	
	奚雷等(2006)

	
	
	共同研发
	√
	
	奚雷等(2006)

	
	转移媒介
	媒介(渠道)丰富度
	√
	
	Albino 等(1998), Holttham 等(2001), Gupat等(2000), 徐占忱等(2005), 翟运开(2007)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
	
	马庆国等(2006)

	
	
	媒介的容量
	√
	
	徐占忱等(2005)，王斌（2020）

	
	
	网络传播
	√
	
	奚雷等(2006)

	
	转移情境
	地理距离
	√
	√
	Galbraith (1990)，阮平南(2019)

	
	
	制度距离
	√
	√
	Szulanski(1996)，阮平南(2019)

	
	
	知识距离
	√
	√
	]Swap(2001),刘春艳(2014), 疏礼兵(2007)，阮平南(2019)

	
	
	项目间关系
	√
	√
	Baum(1998), 陈伟等(2005), 翟运开(2007), 吴晓波等(2009)

	社会
网络
	网络关系
	网络关系强度
	√
	√
	Uzzi(1997), Elfring等(2003),邝宁华等(2003，2004), 陶海青等(2004)，汪长玉
（2020）

	
	
	网络关系的稳定性
	√
	
	Helmsing (2001),周密等(2009)

	
	网络结构
	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
	√
	
	Hansen (2002)，岳亚军（2020）

	
	
	联结强度
	√
	
	Reagans等(2003),马费成等(2006),陶海青等(2004)，卢艳秋（2020）

	
	
	网络密度
	√
	
	Reagans等(2003),马费成等(2006),陶海青等(2004)，朱亚丽等(2008，2011),张嵩等(2010)

	
	
	网络规模
	√
	
	Reagans等(2003),马费成等(2006),陶海青等(2004),Zaheer等(1999)

	
	
	网络中心性
	√
	
	Tsai等(2005),马费成等(2006),陶海青等(2004), 朱亚丽等(2008，2011),张嵩等(2010)

	项目
特性
	项目约束性
	
	√
	孙舰等(2015), Newell等( 2008)，岳亚军（2020）

	
	项目多次性
	
	√
	孙舰等(2015)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知识转移可以有效地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对优化组织知识结构、增加组织知识存量、拓宽研究视角、激发创新性思维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提高组织知识应用与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本文重点研究在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过程中，哪些影响因素易于发生知识转移，提高知识转移效率？哪些影响因素阻碍知识转移的发生，降低知识转移效率？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

1 系统动力学建模

目前对于知识转移绩效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香农－韦弗信息传播模型[13]，侧重于对知识转移绩效的过程性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然而在社会传播中，传播的双方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特征，离开了反馈便不能说明这种互动性[14]，因而本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及它们之间关系对于知识转移的作用。
1.1 模型框架

本研究认为，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图1）受到项目知识的发送方和接收方，转移的知识特性和项目特性，转移的媒介和情境以及社会网络等7个维度的31个变量构成的影响因素集作用，其中7个维度分别为项目知识发送方（知识转移的动机和意愿、知识转移能力和可信任程度）、项目知识接收方（知识吸收能力、知识保持能力、接受知识的动机和意愿）、转移的知识特性（隐含性、复杂性、专用性、模糊性、嵌入性）、转移的项目特性（项目约束性和项目多次性）、转移媒介（媒介的容量、媒介渠道丰富度、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网络传播）、转移情境（知识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项目间关系）、社会网络（网络关系包括网络关系强度和稳定性，网络结构包括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联结强度、网络规模和密度以及网络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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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模型框架
1.2 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在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过程中，见图2，知识转移效率影响因素随着知识转移时间的增加而呈现增长或降低的数值变化，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较好地仿真这种现象的复杂作用[28]。知识转移效率表示为项目发送方和接收方的知识增量差的时间积分，同时受到转移的知识特性和项目特性的消极阻碍作用，以及转移媒介、转移情境和社会网络的积极促进作用。知识转移效率直接影响知识转移能力、知识吸收能力以及网络传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其中知识吸收能力是知识转移效率和知识势能差之积的时间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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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流图
在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过程中，见图3，设定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随（或不随）时间的线性正增长，+）、消极地阻碍作用（随（或不随）时间的线性负增长，-）以及过程中同时存在促进或阻碍作用（随时间的二次方抛物线增长，正的或倒的“U”型）。
在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系统动力学模型中，有些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复杂。项目间关系强度受到共同研发、互派技术人员、业务员部门间的直接联系以及社会网络的积极促进作用，另外共同研发对项目接收方的知识增量以及知识转移能力也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互派技术人员、沟通能力对提高可信任程度有正向促进作用。网络传播受到知识转移效率的直接影响，对转移媒介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缩短知识距离和地理距离起着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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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因果关系
1.3 模型设定

采用Vensim PLE软件对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进行仿真，具体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设定见表2，其中知识转移效率和知识吸收能力是时间积累的结果，总时间步为100，误差项数值为0.01，随时间正线性增长设置为Time/100，随时间负线性增长设置为1-Time/100，随时间U型抛物线设置为Time/100^2，随时间倒U型抛物线设置为(1-(Time/50-1)^2。
表2 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的模型设定
	类型
	维度
	影响因素
	系统动力学模型

	
	
	
	

	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效率
	INTEG(0.1+10^5*(项目接收方知识增量-项目发送方知识增量)*社会网络*转移媒介*转移情境*(1-转移的知识特性)*(1-项目特性))

	
	项目发送方知识增量
	知识转移的动机和意愿*知识转移能力*可信任程度

	
	项目接收方知识增量
	接收知识的动机和意愿*知识吸收能力*知识保持能力*知识势能差*沟通能力*共同研发*互派技术人员

	信息
网络
	知识源
	知识转移意愿和转移动机
	Time/100+0.01

	
	
	知识转移能力
	(Time/100+共同研发*0.1+0.01)*知识转移效率

	
	
	可信任程度
	互派技术人员*沟通能力*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转移的知识
	隐含性
	0.5+0.5*Time/100

	
	
	复杂性
	0.5+0.5*Time/100

	
	
	专用性
	Time/100+0.01

	
	
	模糊性
	0.1*专用性*复杂性*隐含性

	
	
	嵌入性
	0.5+0.5*(Time/100)^2

	
	知识受体
	接收知识的动机和意愿
	Time/100+0.01

	
	
	知识吸收能力
	INTEG(0.1^2*知识转移效率^2*知识势能差)

	
	
	知识保持能力
	接收知识的动机和意愿*((0.01*Time)^2+0.01)

	
	
	沟通能力
	5*(Time/100+0.01)

	
	
	知识势能差
	1-Time/100+0.01

	
	
	互派技术人员
	0.5*(Time/100+0.01)

	
	
	共同研发
	(Time/100)^2+0.01

	
	转移媒介
	媒介(渠道)丰富度
	Time/100+0.01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0.5*((Time/100)^2+0.01)

	
	
	媒介的容量
	0.5*(Time/100+0.01)

	
	
	网络传播
	知识转移效率*(Time/100+0.01)

	
	转移情境
	地理距离
	(1-(Time/50-1)^2+0.01)*(1-网络传播*10^2+0.01)

	
	
	制度距离
	1-(Time/50-1)^2+0.01

	
	
	知识距离
	(1-0.5*(Time/100-1)^2)*(1-0.5*网络传播*10^2+0.01)

	
	
	项目间关系
	社会网络*互派技术人员*共同研发*(1+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

	社会
网络
	网络关系
	网络关系强度
	1-0.25*(Time/100-0.5)^2+0.01

	
	
	网络关系的稳定性
	0.1

	
	网络结构
	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
	1-(Time/50-1)^2+0.01

	
	
	联结强度
	0.5*Time/100+0.01

	
	
	网络密度
	0.5

	
	
	网络规模
	0.5*Time/100+0.5

	
	
	网络中心性
	0.1

	项目特性
	项目约束性
	0.5+0.5*Time/100

	
	项目多次性
	 (1-Time/100)^2+0.5


2 仿真模型结果分析

2.1 模拟分析

知识转移效率及直接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因素曲线见图4。在知识转移初期（50%以内），转移情境和社会网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他因素较弱，知识转移效率呈现线性增长。在知识转移后期（50%~100%），项目接收方知识增量呈现出先促进增长然后阻碍降低的曲线，转移情境和社会网络起到阻碍作用，其他因素则呈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因素作用于知识转移效率的结果呈现出波动上行的曲线。总体上，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转移效率逐步增长，积极促进作用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知识转移效率直接影响因素曲线见图5。虽然受到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知识转移能力和网络传播总体上呈现与知识转移效率相似的曲线，知识吸收能力的时间积累效应使曲线更加平滑的上行，近似于S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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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知识转移效率及直接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因素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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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知识转移效率直接影响因素曲线
2.2 模型的对比分析

在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过程，本研究关注了网络传播、项目间关系以及项目特性等复杂因素对于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
网络传播状态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见图6。网络传播通过影响知识距离，然后由知识距离继续影响转移情境的强度，来影响知识转移效率，设定网络传播具有稳定（0.5）、线性增长（Time/100+0.01）以及快速增长（(Time/100)^2+0.01)）三种状态。在知识转移前期（70%以内）表现为类似的交错增长趋势，知识转移效率线性增长。在知识转移中后期（70%~80%），随着一般增长、快速增长状态呈现更加强劲的网络传播强度，缩小了知识距离，后期的较小的知识距离强度易于发生知识转移中的闭锁效应[29]，使转移情境表现出低于稳定状态的强度，阻碍了知识转移的发生，增长状态的知识转移效率低于稳定状态的知识转移效率。在知识转移后期（80%~100%），尽管网络传播增长状态强度提高很快，在转移情境的复杂因素作用中，转移情境的强度几乎没有变化，使得知识转移效率的时间积累效果表现为平稳状态。总体上，知识转移中后期（70%~80%）是网络传播影响知识转移效率的关键时间，在这段时间网络传播的增长阻碍着知识转移效率的提高，在其后的转移过程中网络传播的增长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很小，知识转移效率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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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网络传播状态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
项目间关系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见图7。项目间关系通过影响转移情境强度，而进一步影响知识转移效率，设定项目间关系包括松散（100）、一般（500）以及紧密（1000）三种状态。项目间关系表现出网络传播对知识转移效率影响的相似过程，在知识转移中后期（60%~80%），项目间关系强度曲线存在先增长后下降的波动状态，更加紧密的项目间关系增加了转移情境强度，促进了知识转移效率的增长，在知识转移的前期和后期中项目间关系对知识转移效率影响相似，处于平稳的增长状态。
[image: image7.png]pEIEE S FHREER AR BREE
0.08 20 0.04
0.06 15 0.0297
0.04 10 0.0195
0.02 5 0.0092
0 0 -0.001
0 10 20 30 40 350 60 70 8 9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 9 1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s 9

Time (Month)
|8 5% Z[FA#(] : Current

FIRFEBERE[FARL] : Current

FIRFEB R[] : Current

WE
T [EFH[—#&] : Current
T [EFR[E%] : Current

FIREBUE[EE] : Current

Time (Month)

Time (Month)
BRAES ] - Current

100

HBEE—

HBERE





图7 项目间关系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
项目特性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见图8。项目特性直接影响知识转移效率，设定项目特性包括较低（0.25）、一般（0.5）以及较高（1）三种状态。项目特性表现出与网络传播、项目间关系对知识转移效率影响的相似过程，在知识转移中后期（55%~80%），较高的项目特性强度使知识转移效率下降，阻碍知识转移的发生，在知识转移前期和后期，项目特性对知识转移效率影响相似，处于平稳的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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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项目特性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
整体上可以发现，网络传播、项目间关系和项目特性等复杂因素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知识转移中后期（55%~85%），这段时期是知识吸收能力中转化能力阶段[18]，知识转化能力是要将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已有知识有效地整合，代表着实际知识吸收能力。
2.3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优化

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在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较复杂。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不仅直接影响项目间关系的强度，还影响着社会网络强度，社会网络强度又是项目间关系的直接影响因素，因而进一步增强对项目间关系的作用。项目间关系通过转移情境影响知识转移效率，同时社会网络强度也直接影响知识转移效率，从而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间接地影响着知识转移效率。见图9，在知识转移前期和中期（~70%），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发展越发紧密，对知识转移效率的提高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知识转移中后期（70%~100%），业务部门间紧密的直接联系对知识转移起到阻碍作用。知识转移中后期，这个时间阶段正是知识吸收的转化能力阶段和开发能力阶段[30]，业务部门间紧密的直接联系代表着过多地干涉知识转移过程，对知识转移效率提高有益的状态是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快速下降，见图9中的综合曲线，呈现着更加松散的联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这个时间阶段的知识吸收和知识转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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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及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3 仿真模型实证分析

3.1 研究对象

近年来，我国的大气污染程度已经触及生态环境的红线，重度雾霾事件频发，加强环境治理，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通过十余年的各种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的实施，目前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提炼、总结治理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经验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为研究对象，基于上述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探讨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的作用。

京津冀地区的污染情况是和当地的经济增长情况密切相关。2010年至今是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大气污染的主要特征是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巨大，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特征凸显。2010年十二五规划把NOX和SO2排放总量纳入约束性指标，2012年颁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GB3095-2012），将PM2.5浓度限值纳入空气质量标准，继续加严各个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2013年入冬以来中东部大部地区雾霾灾害频发，2013年6月国务院确定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同时国内学术界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机理进行攻关研究，着手建设全国性生态环境大数据监督平台，在2013-2017年间帮助中国取得了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2016年开始，世界银行积极参与的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2017年京津冀区域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9.6%，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完成电代煤、气代煤470万户，削减散煤1000余万吨。2017年开始，启动了“一市一策”的精细化来源解析解决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展开，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2+26”城市PM2.5平均浓度、重污染天数均同比下降15%以上。
2017年以来，京津冀区域6.2万余家涉气“散乱污”企业得到治理，河北省压减高污染行业产能，淘汰燃煤小锅炉，推进气代煤、电代煤均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18年7月，为推动完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带头。近年来，每年生态环境部均出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加快城市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取消了统一的限停产比例，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因地制宜实施“一市一策”，加强区域应急联动，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3.2 数据收集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在进行机理研究、信息采集支持的同时，以治理政策为主轴开展了多年的蓝天保卫战攻坚活动。根据各项目方案的历史发展、具体范围、资源调度、文化氛围、知识和项目的特征特点等方面综合评价，相关项目方案的知识转移效率影响因素阈值见表3。联防联控机制的阈值普遍高于其他项目方案，这是其在治理政策中的主导地位确定的，另外政策实施中秋季攻坚行动也是系列化的解决方案，处于次要的地位。生态监督平台是大数据自动化信息采集平台，在团队资源互动、文化环境和项目特征上存在很多治理工作的弱评价，这是该项目的本质所确定的。污染机理研究是科学机制研究，实现外部环境因素的模型化，具有最广泛的知识挖掘能力，知识特性和项目特性方面更加明确清晰，缺少文化环境的干扰。一市一策方案由于地域的限制，在共同研发、知识吸收、文化环境、社会网络等很多方面的阈值较弱，相对地不具有太多知识模糊性，项目多次性阈值较低。世行融资项目在影响因素阈值处于一般偏强的状态，与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政策项目相比，其实施效果偏弱，广泛性不足。
表3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的知识转移效率影响因素阈值
	维度
	影响因素
	世界银行参与的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融资创新项目（世行融资项目）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秋季攻坚行动）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联防联控机制）
	生态环境大数据监督平台（生态监督平台）
	“一市一策”的精细化来源解析解决方案（一市一策方案）
	京津冀大气污染机理研究（污染机理研究）

	团队资源
	知识转移意愿和转移动机
	3.5
	4
	4.5
	4.5
	4
	5

	
	共同研发、互派技术人员
	3.5
	4.5
	4.5
	2.5
	3
	5

	
	知识吸收能力
	3
	4
	5
	4
	2.5
	4.5

	
	接收知识的动机和意愿
	3
	4.5
	5
	4.5
	4
	5

	文化环境
	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
	4
	4
	5
	5
	4.5
	2

	
	沟通能力、面对面交流
	3.5
	4.5
	4.5
	2.5
	2.5
	5

	
	项目间的关系
	4.5
	3.5
	4.5
	3
	2
	4.5

	外部环境
	社会网络
	3.5
	4.5
	5
	4
	2
	5

	
	知识距离
	4
	3.5
	4.5
	5
	4.5
	5

	
	制度距离
	5
	4.5
	4
	4
	5
	5

	
	地理距离
	3
	5
	3
	4
	5
	4.5

	知识特性
	模糊性
	3
	2.5
	4.5
	4
	1
	4.5

	
	复杂性
	4
	4
	4.5
	5
	4.5
	2

	项目特性
	项目多次性
	4
	4
	4.5
	2.5
	3
	4.5

	
	项目约束性
	4
	4
	4.5
	5
	4.5
	2


注：评分等级为非常强-5，强-4，一般-3，弱-2，非常弱-1.

3.3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的知识转移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曲线

结合上述知识转移效率系统动力学模型和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的知识转移效率影响因素阈值，得到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知识转移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曲线（见图10）。联防联控机制、秋季攻坚行动和污染机理研究的知识转移效率最高，在知识转移效率直接影响因素中，这三个项目方案的转移情境、转移媒介以及项目双方知识增量等积极促进知识转移因素的作用也最显著，消极阻碍作用的知识特性和项目特性表现较弱，总体上他们的知识转移效率也是最好，其中联防联控机制尤其突出。生态监督平台的知识特性、项目特性等消极阻碍知识转移的要素更加显著，而其他积极促进知识转移因素的作用较弱，使得其知识转移效率较低。世行融资项目、一市一策方案等其他项目方案的知识转移效率也很低。可以看到2017年至2018年期间知识转移效率的提高最显著，对于知识吸收而言是转化能力发展阶段，联防联控机制代表着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中最好的知识转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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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知识转移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曲线
3.4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的网络传播影响

网络传播不同于面对面的交流、共同研发以及互派技术人员等直接知识传播方式，是依托互联网技术进行信息和知识的传播，缩小了知识距离和地理距离，是当前重要的知识转移媒介，本研究认为较高的知识转移效率会直接提高网络传播强度，形成正向反馈。生态环境大数据监督平台是在大数据背景下，以网络传播的方式使大众实时获得大气污染治理的具体情况，具有极强的知识特性和项目特性，项目间关系相对而言更加薄弱，直接影响转移情境和转移媒介强度偏弱，总体上知识转移效率并不突出。联防联控机制借鉴了网络传播的优势，整合行政部门、管理机构和生产企业负责人员，于2015年京津冀三地环保厅局正式签署了《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形成联合协同治理网络，以联合立法、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应急联动等十个方面为突破口，联防联控，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在知识转移效率的系统评价中获得最高的数值。
4 结论与讨论

企业在共同完成项目合作过程中，通过社会网络的相互交流、学习为项目间信息交换和知识交流提供了平台，知识转移受到网络特性、项目特性、知识特性等因素的影响。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知识转移效率逐步增长，积极促进作用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总体上，知识源、知识受体、转移媒介和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对于知识转移的发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转移的知识特性和项目特性起到阻碍知识转移发生的作用，转移情境和网络关系对于知识转移的作用较复杂。
通过研究复杂因素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可以发现：网络传播、项目间关系和项目特性等复杂因素对知识转移效率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知识转移中后期（55%~85%），是知识吸收的转化能力阶段，要将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已有知识有效地整合，代表着实际知识吸收能力。在知识转移中后期，强劲的网络传播强度，缩小了知识距离，易于发生知识转移中的闭锁效应，阻碍了知识转移的发生，呈现低于稳定状态的知识转移效率；更加紧密的项目间关系增加了转移情境强度，促进了知识转移效率的增长；较高的项目特性强度使知识转移效率下降，阻碍知识转移的发生。
在知识转移中后期（70%~100%），业务部门间紧密的直接联系对知识转移起到阻碍作用，紧密的直接联系代表着过多地干涉知识转移过程，对知识转移效率提高有益的状态是业务部门间的直接联系快速下降，呈现着更加松散的联系，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这个时间阶段的知识吸收和知识转移效率。
对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进行梳理，结果表明2010年至今是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快速发展阶段，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不断完善，借鉴了网络传播的优势，形成联合协同治理网络，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代表着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方案中最好的知识转化水平。
对于项目间学习的知识转移效率建模和影响因素分析可以看到，影响因素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例如网络传播、社会网络、转移情境等因素的影响，正确认识积极促进作用因素的影响，削弱阻碍作用因素的影响范围，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把握影响因素的强度有利于形成适于知识转移的学习和社会交流氛围，项目知识转移效率可以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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